











     
    习惯于被奉为颠扑不破之真理的亚里士多德“摹仿”说，并不具有超
越时空框限的通约性质，这尤其体现在其具体的历史时效性上。 
    就其得以形成的戏剧史背景而论，《诗学》只能算是一家之言，似乎
无意于充当古希腊文艺思想的总结性著作。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亚里士多德
并不比我们更加了解公元前五世纪的阿提刻悲剧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总之，就历史时效性而言，《诗学》在诞生之初已是空穴来风，其产
生影响更是无中生有。《诗学》同样是一部大而无形、流离失所的摹本，始终
漂移在文字的摆渡之中；当它在十五世纪末叶突然靠岸时，便立即介入了那里
的人文景观 
 
